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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抒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继续以推
进城市更新为抓手，加快城中村改造
和旧住房成套改造，促进城市内涵式
发展和品质提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上海将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推动城中村改造提速扩容增效，
全面启动整体改造项目，全力做好村
居民征收安置。

2025年，上海城中村改造跑出
“加速度”，全年启动26个改造项目，
其中就包括奉贤区南桥镇贝港村。市
人大代表，奉贤区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瞿磊参与了“贝港城中村”的改
造更新。他表示，城中村改造并非简
单的大拆大建，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
的更新，而是一场涉及城市品质、社
会治理、经济功能和人民生活方式的
深刻重构。

拥抱“运营前置”思维
“城市内涵式发展，意味着城市

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瞿磊表示，对
上海而言，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
提升”是必然选择，意味着城市发展
不再单纯追求物理空间的拓展，而是
更注重功能完善、生态宜居、治理高
效和人文传承。政府的角色也从“主
导建设”转向“统筹服务”，更注重政
策引导、资源协调和底线管控。

对于“两旧一村”改造中常被称
作“硬骨头”的城中村改造，瞿磊认
为，挑战来自“资金与可持续运营”和
“征收安置与社会联结”两个方面。

资金挑战来自城中村改造的前
期投入巨大，涉及动迁补偿、基础设
施重建、公服配套建设等，无不需要
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相对偏远的郊
区项目，很容易出现“成本收益倒
挂”。而现有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资金
来源，多依赖政策性银行贷款和企业
自有资金，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更大的挑战在于，项目建成后

的长期运营和活力维系，这需要超越
传统的地产开发逻辑，转向‘运营前

置’思维。”瞿磊建议，城中村改造在
规划之初，就应考虑未来的销售型物
业去化、产业导入和商业运营等问
题，可探索通过前期靠销售、后期靠
自持物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方式，
实现项目的中长期资金回流与良性
循环。

征收安置与社会联结挑战，一方
面来自复杂的产权与居民诉求。城中
村内土地和房屋大多权属复杂，历史
遗留问题较多，居民对政策的期望值
也较高。这不仅考验政策制定的精细
程度，更考验基层政府的群众工作能
力。

挑战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网络的
维系与重塑。“居民舍不得老街坊们
和熟悉的生活场景。”瞿磊在履职调
研和日常工作中发现，无论是城中
村改造还是旧住房的改造、征收，让
居民“搬上楼”只是第一步，更重要
的是在新社区中，促进新的社会联
结的形成，保留地方的集体记忆和
文化认同。

对此，瞿磊建议，城中村改造项
目要实现后续可持续治理，首先要
注重商业生态的精准培育，避免商
业生态的“地产化”——不能只考虑
快速出租出售，而是要耐心进行“社
区化”培育，还可有意识地保留部
分低成本空间，用于扶持本地特色
小店、老字号或创意工坊，留住城
市“烟火气”。

避免新城变“睡城”
普陀区红旗村、闵行区许浦村等

案例表明，城中村的改造更新不仅是
建新房，更是构建产城融合、功能混
合的活力社区。

瞿磊表示，以“贝港城中村”项目
为例，未来的核心挑战将集中在三个
方面：如何在高标准规划下有效控制
成本；如何在水岸客厅和现代社区的
营造中，活化本土文化，避免同质化；
如何为奉贤新城导入真正有活力的
商业和产业功能，避免新城变“睡城”
或“孤岛”。

结合贝港村的改造经验，瞿磊建
议，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和建设执行
中需聚焦几个问题。

首先，“功能混合”并不等同于简
单的功能叠加。新建社区需要仔细
推敲产居比例，规划足够的产业空
间以吸引就业，譬如设置创新型办
公、研发中心等，并匹配恰到好处的
商业和服务设施，避免配套过剩或配
套不足。

其次，关注公共空间的网络化营
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是社区的“客
厅”和“黏合剂”。城中村改造后的新
建社区，可构建一个连续、便捷、舒适
的公共空间网络，将公园绿地、慢行
系统、滨水岸线和公共服务设施都串
联起来。

最后，“产业是避免新城变‘睡城’
的关键。”瞿磊表示，城中村改造应结合
区域发展战略，前瞻性地布局和导入适
合的产业，并提供高质量、低成本、充满
活力的空间载体。他建议，城中村改造
项目探索适合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工坊
的“前店后厂”模式，在垂直空间中实现
产城融合。

从上海“两旧一村”改造的实践看，
让市民全过程、全方位参与是成功的关
键因素。一些改造项目通过引入党建联
席模式，打破了部门壁垒与条块分割，
搭建了一个跨领域的制度化协商平台。

奉贤区在部分街镇试点成立了城
市更新工作部，统筹推进城中村改造：
在项目前期，该类平台可用于各方需求
摸底、化解疑虑，以贝港村为例，在改造
启动之初就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全
票通过了改造决议；在规划阶段，可以
让企业、设计师、居民代表共绘未来发
展蓝图，并利用大数据调研工具了解居
民对商业、文化要素的需求，及时融入
规划案中；在建设期，作为桥梁协调推
进堵点问题；在运营期，可转型为社区
共治平台。

瞿磊表示，搭建有效沟通平台的本
质，是推动城市更新从传统的“工程导
向”向“人本导向”和“治理导向”转变。
“城中村改造的关键不仅在于建成高品
质的建筑和环境，更在于通过全过程的
细腻沟通，培育出一个具有高度认同
感、归属感和自治活力的新社区。”

城中村改造：培育一个新社区
这是一场涉及城市品质、社会治理、经济功能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深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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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中的“第五立面”指的是
屋顶，它意味着一种视角的转换——
从地面转向空中，从局部形象转向整
体关系。在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
授蔡永洁看来，上海进入存量发展阶
段，城市更新正承担起类似“第五立
面”的角色。

高速城镇化时期，城市发展的注
意力集中在不断刷新的建筑高度、显眼
的立面形象、成片的开发项目。而当城
市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影
响城市品质的因素不那么醒目，却更
贴近生活：街区尺度是否宜人、空间结
构是否连续、功能是否混合多样……

蔡永洁表示，城市更新停留在“修
立面”“做景观”的层面，难以支撑城市
内涵式发展，应当从关注单体建筑转
向关注街区与空间结构，从追求形象
改善转向推动城市运行方式的优化。

建筑密度
“城市要有活力，建筑必须有一

定的密度。”蔡永洁表示，实践经验证
明，在一片区域中，四成到五成的街
区面积被建筑占据，其余空间用于道
路、庭院和公共开放空间，可以在紧
凑与舒适之间取得平衡。

这种空间结构带来的最直观结
果就是多样性。外滩不少街坊由多个
小地块构成，建筑建设于不同时代，
再拼接成连续的街道界面，而非一栋
大体量的建筑整体覆盖。由此形成的
街区，更容易产生变化，底层可以容
纳多种店铺与业态，变得“更好逛”。

蔡永洁表示，街坊是城市空间的基本建构单元，类似
“城市细胞”。关于密度，最常见的担忧之一便是交通压
力。他认为，这种担忧需要重新看待。“道路修得越宽，并
不一定更通畅，反而可能诱导更多机动车出行；小街区、密
路网的空间结构，有时更有利于交通分流。”归根结底，合
理的街区密度不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结果，而是重要的前
提条件。

功能混合
上海的许多街区在物理条件上并不差，却尚未形成持

续活跃的日常场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功能较为单一：办
公区域在工作日的白天人流密集，下班后迅速趋于安静；
居住区白天则相对冷清。城市在时间维度上被切割成不同
“时段”，难以形成连续运转的活力。

蔡永洁指出，这种单一功能导向，是城市快速发展阶段
的选择。在城市高速扩张期，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形成产业
集聚、迅速搭建城市框架。然而，当城市进入以存量更新为
主的新阶段，发展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此时需要做的不再是
“把城市尽快建起来”，而是“让已建成的城市更好用”。

真正高水平的功能混合，功夫还在建筑内部。海外一
些城市中，一栋建筑的底层是商铺，中间楼层是办公区或
工作室，上部为住宅。这一“垂直叠加”模式使空间利用更
加高效，缩短了工作、生活与消费之间的距离。

在一些高密度城市，街区并非按照单一功能分区，而是
以轨交站点或街坊为核心，形成工作、商业与居住高度叠加
的空间结构。地铁站周边，往往同时存在办公楼、住宅、商
场、餐饮、学校和社区服务设施。白天有上班族，傍晚有回家
的人，夜晚有消费与休闲人群，街区始终保持活力。

蔡永洁表示，内涵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城市
不断出现新的大型综合体，而是越来越多的普通街坊，具
备了承载多种生活场景的能力。

生态绿化
在城市更新中，“城市需要生态绿化”已达成共识，但

关键不在于“绿量”，而在于绿色如何“可达、可穿、可用”。
蔡永洁表示，城市生态绿化更接近一种“嵌入式基础

设施”，在空间上与街道系统对接，形成连续的慢行网络；
在功能上与周边业态、公共服务形成互补，保证不同时间
段都有使用场景；在尺度上不必都是巨型公园，但必须在
城市细部上形成密度足够的“绿色触点”。

这也是城市从快速扩张走向内涵式发展的边界，从
“先把规模做出来”转向“把城市作为系统精雕细琢”，从
宏观指标驱动转向微观空间组织，从视觉判断转向行为与
性能验证。“城市更新不只是‘改得更漂亮’，而是让城市
在有限土地上持续生成更高质量的文明。”蔡永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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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更新正从“有没有空
间”转向“空间好不好用”。既有空间
更新如何更好地匹配产业演进与居
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市人大代表，上海世界贸易商城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朱晨的关
注重点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分
类引导低效商务楼宇实现更新与功
能的兼容转换；二是如何通过产业用
地融合管理和规划统筹支撑，降低更
新成本、提升更新效率。

他在调研中反复提到一个感受：
“现在的问题不是城市缺不缺楼，而
是很多楼用得还不‘顺’。”

朱晨认为，推进商务楼宇更新，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低效楼宇。在他看
来，对“低效”的界定不宜只看单一指
标，而应综合考虑空置率、单位面积

经济贡献、能耗水平、产业能级以及
空间适配性等多维因素。
“有的楼宇是因为硬件老化、标准

偏低而难以满足企业需求，有的则是
产业定位与区域功能不匹配导致的低
效。”朱晨表示，不同成因的低效楼宇，
应该对应不同的更新路径：前者重点
在于建设标准和空间品质的提升，后
者则更侧重功能调整与产业重塑。

朱晨建议，对纳入城市更新的商
务楼宇项目，可参照新供应土地重新
计算土地使用年限，并在更新后享受
自动续期至最高年限的政策。同时，
探索实施容积率奖励机制，在一定范
围内“向上长、向下挖”不再增收土地
出让金，对额外提供公共服务设施、
人才公寓、公共连通空间的项目给予
支持。

朱晨还关注产业用地的融合管
理问题。他指出，目前全市对产业用

地“用非所用”尚未形成明确的监管职
能分工和常态化机制，管控效果有限。

在他看来，应从法规和政策层面进
一步明确产业用地监管协调机制，在防
止无序改变土地用途的同时，为合理的
功能融合留出空间。“不能一管就死，也
不能放任不管，关键是要有一套清晰的
边界和规则。”

空间层面，朱晨建议开展商务楼宇
高度专项城市设计研究，在满足日照、
消防等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整体天
际线和区域功能定位，研究更新后建筑
高度的合理区间。如确需突破既有建筑
限高，应制定相应的评定规则和支持政
策，通过城市设计统筹把控。
“应该把单个楼宇的更新放入片区

整体城市设计和交通组织体系中统筹
考虑，通过轨交接驳、地下通道、慢行系
统和停车资源整合，放大更新带来的综
合效益。”朱晨说。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楼用得不“顺”

具有160多年历史的奉贤区南桥镇“鼎丰酱园”升级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街区。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